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集大成者，以其丰厚的遗产和动人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剧坛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探讨昆曲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继承与弘扬昆曲这一世界与民族文化遗产，为此本文对有关昆曲的产生与流变作一考论。
一、清唱昆山腔与剧唱昆山腔考辨
昆曲，又名昆山腔、昆剧等，而昆山腔是最早的名称。关于昆山腔的产生，最早的记载是明代魏良辅的《南词引正》，谓昆山腔是由元末昆山人顾坚创立的，如云：
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顾坚等人所创立的昆山腔是文人用于自娱唱酬时的一种清唱方式。这是因为创立昆山腔的顾坚、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等人，皆是文士。顾坚的生平虽不详，但从他“自号风月散人”，又“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等记载来看，顾坚当是一位文士。杨铁笛，即杨维桢，字廉夫，善吹笛，故自号铁笛道人,元泰定进士,著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等。顾阿瑛，即顾瑛，字仲瑛，一字德辉，号金粟道人，著有《玉山名胜集》、《制曲十六观》等。倪元镇，即倪瓒，初名珽，字符镇，自号风月主人，又号云林子、沧浪漫士、净名庵主等,精音律,作有《倪云林诗集》，散曲有【人月圆】、【凭栏人】、【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欢】等乐府小令。这些文人以顾瑛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士集团，顾瑛出身昆山望族，后又经商致富，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邀文人名士相聚唱和，如《吴郡名贤传赞》卷三谓其“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名士如杨维桢、柯九思、李孝光，方外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也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又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也谓顾瑛“日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唱和”。据顾瑛的《玉山名胜集》记载，自至正八年（1348）至二十年（1360）的十二年间，在玉山草堂所举行的集会有五十多次。如《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也曾到过玉山草堂，与顾瑛等人相聚唱酬，顾瑛在《玉山草堂雅集》卷八中记载了与高明会面的情形：“（高明）长才硕学，为时名流，往来予草堂，具鸡黍谈笑，贞素相与淡如也。”这些文人在自娱唱酬时，便创立了清唱的昆山腔。
而在顾坚等人创立清唱昆山腔以前，在昆山一带，已经产生并流行着一种用于舞台演出的剧唱昆山腔，这就是由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这是因为南戏的唱腔与文人清唱的唱腔不同，由于南戏所采用的曲调，多是民间歌谣，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其曲，则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而民间歌谣是以依腔传字的方式来歌唱的，每一首歌曲，都有其固定的旋律。在传唱过程中，用固定的旋律来套唱不同的文字，腔定而字声不定。由于南戏采用了民间歌谣为曲调，故它也承袭了民间歌谣这种依腔传字的演唱方式，各地的民间艺人采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来演唱具有同样旋律的曲调，因此，作为南戏的唱腔，实是就其所采用的语音而言的，用某地的语音演唱，通常就用该地的地名来命名唱腔。如南戏最早产生于温州一带，就是用温州当地的方言土语演唱的，故也可称为温州腔或温州调，如明祝允明《怀星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云：“不幸又有南宋温州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也正因为此，南戏在流传过程中，用各地的方言土语演唱，便产生了许多带有各地地方色彩的唱腔，如魏良辅《南词引正》云：“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
昆山在元代是南戏的流行地区，当最早形成于温州的南戏流传到昆山一带后，民间艺人为了赢得当地观众的喜爱，便结合昆山当地的方言小调，创立了昆山腔。因此，作为民间艺人剧唱的昆山腔，其演唱方式与其它南戏唱腔一样，也是采用依腔传字、用方言土语演唱的。 直至明代嘉靖年间，作为剧唱的昆山腔仍是采用昆山当地的方言土语演唱的，如徐渭《南词叙录》云：“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所谓“字虽不应”，也就是说演员是用当地的方言土语来演唱的，这样当地的观众听起来是字与腔相应的，而外地的观众在观听时，曲调的旋律虽然没有改变，但字声与本地的方言土语不同了，故造成了字与腔的不相应。由于是用乡音演唱，外地人听不懂，故直到明代嘉靖年间，作为剧唱的昆山腔其流行的范围还不大，“止行于吴中”一地。[1]（P242）
而对于这种依腔传字、用昆山方言演唱的的剧唱昆山腔，肯定不符合文人学士的审美情趣，不为他们所喜欢，有的还对这种依腔传字、用方言演唱的方式大加指斥，如祝允明《猥谈》云：
        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也。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
显然，这种用昆山方言土语演唱的剧唱昆山腔，文人学士在自娱唱酬，即清唱时不会采用的，而他们所采用的必定是为他们所喜欢并熟悉的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如张炎《山中白云》卷五【满江红】词，词前有小序云：
韫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流，所谓识拍、道字、正声、清韵、不狂，俱得之矣。作平声【满江红】赠之。
张炎是循王张俊的六世孙，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元代，因此，他所说的“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流”，应是就当时吴中的文人学士采用文人词唱的方式，即依字声行腔的方式演唱的传奇而言的，一是张炎既是著名的词作家，又是词论家，他熟悉宋代文人词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如他在《词源》中提出，词的演唱须“按律制谱，以词定声”。由于是因字声行腔，故“词之作必须合律”。“不详一定不易之谱，则曰失律”。二是他所说的“识拍、道字、正声、清韵、不狂”等皆是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所必须具备的技巧。三是他在【满江红】词的词文中有云：“洗尽人间笙笛耳，赏音多向五侯家。”显然，观听吴中子弟唱曲的是上层人物，当然也包括文士阶层。四是包括韫玉在内的“吴中子弟”，不是民间艺人，而是文人，因在元代称业余从事唱曲演戏的文人为“良家子弟”或“子弟”，以与以演戏为职业的艺人相区别。如元赵孟頫云：“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2](P24)关汉卿也谓：“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2]（P25）显然，张炎所说的以韫玉为代表的吴中子弟所采用的演唱方式，当不会是民间艺人所采用的依腔传字、用昆山方言土语的剧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
因此，就在作为剧唱的昆山腔在昆山产生并流行的同时，在上流社会与文人学士中间，也产生并流传着一种依字声行腔，只用于文人雅集时自娱唱酬的清唱昆山腔，而这种昆山腔正是由元末顾坚等人创立的。
从前人的记载及顾瑛、杨维桢、倪瓒等人所作的曲调来看，由他们所创立的清唱昆山腔，是采用了元代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我们知道，元代曲论家按不同的语言风格、曲体特征及演唱方式，将当时的北曲分为乐府北曲与俚歌北曲两大类。乐府北曲，指有文饰、合律的小令及套数；俚歌北曲，则指无文饰、不合律的小令、套数及剧曲。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曰：“有文章者曰乐府，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周德清还在《中原音韵》“乐府定格”中选收了四十首元人所作的小令与套数，其中如关汉卿的小令【商调·梧叶儿】《别情》曲，曲后评曰：“如此方是乐府。音如破竹，语尽意尽，冠绝诸词。”又选收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套曲，曲后也评曰：“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云：‘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
乐府北曲与俚歌北曲除了在语言风格上有着雅俗之别外，两者在曲体及演
唱法方式上也有着不同。乐府北曲是律曲，其字声、句式皆须合律，句式相对稳定，无衬字，而俚歌北曲句式不定，可加衬字。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用字”一法中指出：“用字，切不可用……衬垫字。套数中可摘为乐府者能几？每调多则无十二三句，每句七字而止，却用衬字加倍，则刺眼矣。”元芝庵在《唱论》中也指出，唱乐府不能添加衬字，如曰：“凡添字节病：则他，兀那，是他家，俺子道，我不见，兀的，不呢；一条了，唇撒了，一片了，团圞了，破孩了，茄子了。”所谓“添字节”，也就是后世曲律家们所说的“衬字”。
在演唱方式上，乐府北曲采用的是依字声行腔的方式演唱的，曲家十分重视字声与唱腔的关系，如元芝庵《唱论》提出，唱曲须“字真，句笃，依腔贴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也指出，作家要按律填词作曲，演唱者才能按曲文字声定腔演唱，如云：
不思前辈某字、某韵必用某声，却云‘也唱得’乃文过之词，非作者
之言也。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上、上而上、去者，谚云‘钮折嗓子’是也，其如歌姬之喉咽何？入声于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声作平声也；歌其字，音非其字者，合用阴而阳，阳而阴也。此皆用尽自己心，徒快一时意，不能传久，深可哂哉！深可怜哉！惜无有以训之者！予甚欲为订砭之文以正其语，便其作，而使成乐府。
也因为乐府北曲采用依字声行腔的方式演唱，故严分字声，统一用中州音演唱，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确立了以十九个韵部为特征的“中原音韵”韵系，并且按字声将每一韵部中的韵字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其目的就是为曲唱“依字传腔”建立规范的字声。
而俚歌北曲因是随着弦乐器的伴奏，用近于说话的节奏与旋律来演唱，其所唱曲调的旋律有很大的随意性，故不必严分字声，所唱之字与其字声不合，如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弦索题评》谓民间艺人在演唱俚歌北曲时，只顾“口中袅娜，指下圆熟，固令听者色飞，然未免巧于弹头而疏于字面，如‘碧云天’曲中‘庄园’之‘庄’字，与‘望蒲东’曲中‘侍妾’之‘侍’字，‘梵王宫’曲中‘金磬’之‘磬’字，及‘多愁多病’之‘病’字，‘晚风寒峭’曲中‘花枝低亚’之‘亚’字，本皆去声，反以上声收之。此等讹音，未遑枚举”。
在节奏上，乐府北曲与俚歌北曲也有很大的不同。乐府北曲板位固定，故不能多加衬字，字少声多，节奏舒缓。也正是因为字少声多，故在演唱时，需将单音节的字分成字头、字腹、字尾三部分来唱，以与缓长的腔格（旋律）相配合，故当时将这种演唱方式称之为“磨调”，如魏良辅《南词引正》谓唱北曲 “有磨调、弦索调”，“磨调”，就是乐府北曲的唱法，而“弦索调”，就是俚歌北曲的唱法。
俚歌北曲则依伴奏的弦乐而定，无固定的板位，即所谓的“随心令”。由于
板位不固定，故可以多加衬字，字多声少，节奏急促。如沈宠绥在《度曲须知·弦索题评》中谓艺人在演唱“弦索调”即俚歌北曲时，“烦弦促调，往往不及收音，早已过字交腔，所谓完好字面，十鲜二三”。
那么顾坚等人所创立的昆山腔所采用的是依腔传字的演唱方式，还是像乐府北曲那样，采用依字定腔的演唱方式？虽然有关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并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在前人的文献中也没有记载，但从这些文士的曲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创立的清唱昆山腔采用的是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首先，这些文士所作的多是乐府北曲，如顾坚的《风月散人乐府》与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皆以“乐府”命名，显然不是俚歌北曲；又如倪瓒所作的【人月圆】、【凭栏人】、【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欢】等北曲小令皆是语俊、合律的乐府小令。即使他们所作的是南曲小令和套数，也与乐府北曲一样，不仅语言俊丽，而且句式、平仄合律。因此，这些曲家所唱的也当然是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如杨维桢作有南散套【双调·夜行船】《苏台吊古》，这一套曲句式、平仄皆合律，与民间南戏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曲调不同。这一套曲后被梁辰鱼用在《浣纱记·泛湖》出中，这说明杨维桢所作的南散曲，早就可以用乐府北曲的依字声行腔的方式演唱了。
其次，顾瑛还作有《制曲十六观》，虽是论作曲之法，但所提出的理论却多与宋代文人词及乐府北曲的作法一致，所举的例子也多是宋代文人词。如论作曲之选用曲调、用韵及结构时，以姜夔的词为例，云：“如姜白石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变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意不断。制曲者当作此观。”又如论曲之语言，以贺铸、吴文英为例，云：“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者，多于李长吉、温廷筠诗中来。制曲者当作此观。”
另外，从南曲的曲体来看，也为顾坚等人采用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来改革南曲的演唱方式提供了可能。由于早期南戏采用了民间歌谣依腔传字的演唱形式，每一支曲调都有固定的旋律和节奏，故虽然字声平仄搭配不合律，但句式整齐规范，不能加所谓的衬字。从这一点来说，与乐府北曲的曲体是相同的，字少腔多，而与俚歌北曲的字多腔少不同。早期南曲曲体上的这一特征，也为顾坚等人运用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来演唱南曲提供了可能，即只要将南曲曲调中的字声像乐府北曲那样搭配合律，就与乐府北曲的曲体相同了，这样，也就可以采用乐府北曲的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来演唱南曲了。因此，《南词引正》谓顾坚“善发南曲之奥”，也就是运用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来演唱南曲。
元萨都剌（1272-—？）《雁门集·过鲁港驿和酸斋题壁》诗云：“吴姬水调新腔改，马上郎君好风采。”所谓“水调”，其指义应与“磨调”、“水磨调”相同，即都是指唱腔的细腻婉转。萨都剌（1272-—？）与贯云石（1286-—1324）皆是北曲作家，而且都生活在元代至元、延祐年间。可见，在元代至元、延祐年间，吴姬所唱的腔调，已具有“水调”之称了。而这种“水调”或许正是顾坚等人所创立的昆山腔，也是将昆山腔称之为“水磨调”的最早出处。
由上可见，由顾坚等人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与民间艺人所唱的剧唱昆山腔并不是一回事。也正因为此，魏良辅认为，在当时众多的剧唱和清唱唱腔中，“惟昆山为正声”。[3]( P94)他将自己的总结昆山腔演唱方式的理论著作称之为《南词引正》，也就是要将当时采用依腔传字的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剧唱昆山腔引导到正确的方法上来，而他所谓的“正”也就是顾坚、顾瑛、杨维桢、倪元镇等昆山文人“善发南曲之奥”后所创立的清唱“昆山腔”。
 

二、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的引正
元末顾坚等人创立的昆山腔虽然具有了乐府北曲的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但这一演唱方式还只在文人层面上流传，即停留在清唱阶段，还没有为戏曲艺人所采用，与剧唱结合。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又将顾坚等创立的清唱昆山腔引入到了南戏的剧唱之中，使剧唱昆山腔也采用了乐府北曲依字传腔的演唱方式。
魏良辅本来是擅唱北曲的，熟悉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如明嘉靖时李开先在《词谑·词乐》中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的乐工与歌唱家，其中提到魏良辅时云：“昆山陶九官、太仓魏上泉，而周梦谷、滕全拙、朱南川，俱苏人也，皆长于歌而劣于弹。”所谓“弹”，也就是弦索调，即俚歌北曲；而“歌”，也就是清唱乐府北曲。后因比不过另一位名叫王友山的北曲歌唱家，才改唱南曲，如明末清初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载：“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因此，魏良辅对北曲也深有研究，十分精通，如他的《南词引正》虽是研究南曲唱法的专著，但也对北曲作了论述。明曹含斋在《南词引正叙》中也谓：“今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岂弱郢人者哉！”魏良辅既不满意南戏依腔传字、用方言演唱的演唱方式，“愤南曲之讹陋”，[4](P198)同时又熟悉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因此，他很自然地采用了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方式来对民间剧唱的昆山腔加以改革。而在他以前，由顾坚等人创立的清唱昆山腔已经采用了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因此，他认为，在当时众多的唱腔（包括清唱和剧唱）中，“惟昆山为正声”，故以这种“正声”来对剧唱昆山腔加以引正。
在《南词引正》中，魏良辅首先对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作了理论总结，指出：“五音以四声为主，但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所谓“五音以四声为主”，也就是字的腔格即宫、商、角、徵、羽等五音须依字的平、上、去、入四声而定，这也就是从宋代文人词到乐府北曲，再到清唱昆山腔一脉传承下来的演唱方式。同时，魏良辅以这一理论来指导剧唱昆山腔，将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到了南戏的剧唱昆山腔中。如针对民间艺人因文化修养低而不能辨别字声、影响行腔的弊病，指出：“平、上、去、入，务要端正。有上声字扭入平声，去声唱作入声，皆做腔之故，宜速改之。” 又因剧唱昆山腔采用昆山、苏州一带的方言土语演唱，故魏良辅提出要纠正方言土语，如他在《南词引正》中列举了剧唱昆山腔演员常用的方言土语，曰：“苏人多唇音，如冰、明、娉、清、亭之类。松人病齿音，如知、之、至、使之类；又多撮口字，如生、如、书、厨、徐、胥。”而在采用了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后，这些方言土语必须纠正。
而且，在《南词引正》中，魏良辅在谈到具体的演唱方法时，总是将清唱与剧唱对比着论述，如云：“清唱谓之‘冷唱’，不比戏曲，戏曲借锣鼓之势，有躲闪省力。知者辨之。”“将《伯喈》与《秋碧乐府》从头至尾熟玩，一字不可放过。《伯喈》，乃高则诚所作；秋碧，姓陈氏。”又如在谈到昆山腔的拍板时指出：“拍乃曲之余，最要得中。如迎头板随字而下，辙板随腔而下，句下板，即绝板，腔尽而下。有迎头板惯打辙板，乃不识字戏子不能调平仄之故。”所谓“不识字的戏子”，也就是剧唱昆山腔的民间艺人，因“不能调平仄”，在演唱时将“迎头板惯打辙板”，魏良辅则对此作了纠正，这就使得剧唱昆山腔的板式也采用了清唱昆山腔的板式。
另外，由于剧唱不同于清唱，除了演员的演唱外，还讲究乐器伴奏，以取得较好的舞台效果，因此，魏良辅还对剧唱昆山腔的伴奏乐器作了改革。而他的改革，也借鉴了北曲的伴奏乐器，将北曲伴奏乐器中的三弦、琵琶等弦乐器也用于剧唱昆山腔的伴奏。因此，明代沈宠绥认为，自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的改革始，剧场所用的伴奏乐器得以完备，如《弦索辨讹》云：“南曲则大备于明，明时虽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至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
经过魏良辅的改造，剧唱昆山腔与清唱昆山腔一样，也采用了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即具有了乐府北曲的“磨调”唱法，沈宠绥谓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加以改造，“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4] (P198)而剧唱昆山腔经魏良辅的“引正”后，文人学士一改当年像祝允明那样对剧唱昆山腔的不屑与指斥，大加推崇，如大书法家文徵明因推崇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的改革，对他的《南词引正》加以抄录。又身为进士、翰林院编修的曹含斋特为《南词引正》作叙，大加赞扬，谓其“情正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剧唱昆山腔也因此得以能像清唱昆山腔一样，在上流社会盛行，如《度曲须知·弦索题评》云：“南词之布调收音，既经创辟，所谓水磨腔、冷板曲，数十年来，遐迩逊为独步”。[4](P202)
而且，在魏良辅对民间剧唱昆山腔作了改革后，在昆山腔流行的吴中一带，原来只是“口中袅娜，指下圆熟”，“巧于弹头，而或疏于字面”，“烦弦促调”的俚歌北曲，也改用由魏良辅改革过的新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如沈宠绥谓“迩年声歌家颇惩纰缪，竞效改弦，谓口随手转，字面多讹，必丝和其肉，音调乃协。于是举向来腔之促者舒之，烦者寡之，弹头之杂者清之，运徽之上下，婉符字面之高低，而厘声析调，务本《中原》各韵，皆以‘磨腔’规律为准。一时风气所移，远迩群然鸣和。盖吴中弦索，自今而后，始得与南词并推隆盛矣”。[4](P202)
吴中一带的俚歌北曲改用新昆山腔的演唱方式，这与张野塘有关。据宋直方《琐闻录》载：“因考弦索之入江南，由戍卒张野塘始也。野塘，河北人，以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既至吴，时为吴人歌北曲，人皆笑之。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之，留听三日夜，大称善，遂与野塘定交。时良辅年五十余，有一女，亦善歌，诸贵人争求之，不许。至是竟以妻野塘。……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音相近。”另沈德符《顾曲杂言·北词传授》条也载：“吴中以北曲擅场者，仅见张野塘一人，故寿州产也。”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张野塘所唱的是弦索调，即俚歌北曲，当他从河北来到太仓时，魏良辅不仅已经改习南曲，而且已经采用了顾坚等人创立的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对剧唱昆山腔作了改革，因此，在两人定交后，张野塘便“更定弦索音节”，即改用新昆山腔来唱俚歌北曲，“使与南音相近”。吴中一带的俚歌北曲改用新昆山腔演唱后，其他地区的一些演唱俚歌北曲的艺人也纷纷仿效，如王骥德《曲律·论曲源》谓：“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何元朗谓：‘更数世后，北曲必且失传。’宇宙气数，于此可乩。”
 

三、新昆山腔的流行与南北曲体的律化与统一
南戏剧唱昆山腔与清唱昆山腔皆采用乐府北曲的演唱方式后，使得昆山腔所采用的南北曲调在曲
体上皆发生了变异，两者的曲体皆得以律化并渐趋统一。虽然从歌唱的角度来说，南曲与北曲仍有着差异，如南曲有入声字，北曲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声变腔也随之而变；又南曲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北曲多变宫、变徵二音；南曲多用繁腔，字少腔多，北曲多用简腔，字多腔少。但从曲调的字声、句式及节奏等曲体格律来看，两者有了许多相同的特征。
首先，字声的规范与统一。由于采用了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必须统一字音，要用一种标准的语音来纠正方言土音之讹。所谓“字正腔圆”，只有字音正，所定的腔才能正。而乐府北曲所采用的中州语音，具有通行语的性质，能通行各地，广泛使用。如元琐非复初谓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所总结的中州语音，“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5](P179)这样的语音也正符合新昆山腔对字声的要求。因此，新昆山腔便以中州语音作为南北曲字声的标准语音。如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指出：“《中州韵》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因此，新昆山腔所唱的南曲与北曲皆以中州语音为标准语音，如明潘之恒《亘史》云：“长洲、昆山、太仓，中原之音也，名曰昆腔。”沈自晋《南词新谱·凡例》云：“夫曲也，有不奉《中原》为南者哉！”《九宫大成》北曲卷《凡例》也载：“曲韵须遵中原韵，南曲同。”
可见，自昆山腔采用依字定腔的演唱方式后，南北曲皆以中州音作为标准字声，只是为了显示南曲的特征，在南曲的字声中，还保留着入声字，而北曲则将入声字派入三声之中。李渔提出“将《中原音韵》一书，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声字另为一声，私置案头，亦可暂备南词之用”。[6] (P40)
其次，在字声与腔格的搭配上，除入声字的腔格外，南北曲字声的腔格走向基本相同。在依字声定腔的曲唱中，曲文字声的调值，决定了该字的腔格；而由于南北曲所依据的字声标准相同，故两者字声与腔格的搭配规律也基本相同。如曲论家们在论述不同字声的腔格时，不分南北。如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四声批窾》云：“阴平字面，必须直唱，若字端低出而转声唱高，便肖阳平字面。” “上声当低唱。”《梨园原》云：“阴平——由高而低，发音高，收音低；阳平——由低而高，发音低，收音高。”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慎用上声》指出：“平、上、去、入四声，惟上声一音最别，用之词曲，较他音独低。”皆总论南北曲。
在实际演唱中，南北曲字声在谱面上所标注的腔格（即工尺）除入声字有所区别外，其他三声的腔格基本相同，如阴平声的腔格具有平稳悠长的特征，为使腔格平稳行进，但又要避免行腔的单调呆板之感，故多使用叠腔的形式。南北曲皆同。如：
《牡丹亭·惊梦》【南越调·山桃红】“相逢无一言”“相”字的腔格：五···六。
《满床笏·卸甲》【北南吕·四块玉】“肯妨时兼程进”“兼”字的腔格：五··六。
再如阳平声的腔格在首音出口后便上扬，由低转高，故多配以前低后高两个或多个连续上升的音。南北曲相同。如：
《浣纱记·打围》【南正宫·普天乐】“轻裘挂花帽蒙”“裘”、“蒙”二字的腔格分别作：裘：四上；蒙：上尺。
《红梨记·花婆》【北仙吕·油葫芦】“平白地将花枝来损”“平白”二字的腔格：平：上尺；白：一四。
上声字的腔格，呈现出“↘↗”即先下降后上升的进行形式，在首音高出后，即下降一音，此低音须作虚唱，并略作停顿，在曲唱中称为“嚯腔”。南北曲相同。如：
《拜月亭·走雨》【南中吕·渔家傲】“去国愁人最惨凄”“惨”字（阴上声）的腔格：尺上工六。
《牡丹亭·惊梦》【南越调·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谴”“里”字（阳上声）的腔格：六·工六五；“谴”字（阴上声）的腔格：合·（低）工合四。
《紫钗记·折柳》【北仙吕·寄生草】“可笑他自家飞絮”“可”字（阴上声）的腔格：六凡工六。
《浣纱记·打围》【北中吕·朝天子】“绿波儿千状渺茫”“渺”字（阳上声）的腔格：上四上尺工。
又去声字的腔格则呈现出“↗↘”即先上升后下降的进行形式，在首音低起后便高揭一、二音，然后再下降，或用“豁腔”的形式高揭，即从前音用力向上滑行，然后再下行。南北曲皆同。如：
《拜月亭·走雨》【南中吕·渔家傲】“一似盆倾风如箭急”“似”、“箭”二字的腔格：似（阳去声）：五╯仩五六；箭（阴去声）：五╯六工。
《牡丹亭·游园》【南仙吕入双调·步步娇】“摇漾春如线”“漾”字（阳去声）的腔格：六五仩·五·六工。
《浣纱记·打围》【北中吕·朝天子】“看齐齐彩鹢波心放”“放”字（阴去声）的腔格：尺工尺上。
《东窗事犯·扫秦》【北中吕·迎仙客】“故来到俺这衫寺里”“寺”字的（阳去声）腔格：六╯·凡工。
三是南北曲曲调的句式皆可增减变异。由于采用了南北曲皆采用了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因此，剧作家在作曲填词时，虽然仍是按曲牌来填词，但不必顾及该曲调原有的腔格，“但正目前字眼”，[4](P240)即只要顾及字声的搭配合律，每一曲调的句数的多少、每句字数的多少则可不必顾及。 同样，对于演唱者来说，也不必顾及曲调的句式及曲句的多寡，只要按剧作家所填的实际曲文的字声来演唱。而由于只定字声，不定句式，故同一曲调的句数可以增减，一句之字数也可多可少，如清代戏曲音律家钮少雅指出：“按九宫十三调之词章，其变异增损，何调无之？”[7](P20)也正因为此，在前人编撰的曲谱中，在同一曲调名下，除正格外，都列有所谓“又一体”的不同变格，即同调异体。如同样是【南吕·香柳娘】曲，《南曲九宫正始》册五选收的元传奇《蔡伯喈》“看青丝细发”曲为12句24板，明传奇《冻苏秦》“秀才且听说”曲为12句22板，明传奇《寻亲记》“你一身扭械”曲为13句27板，“看他们说拜”曲为12句25板。
由于曲调的句式与字数可以增减，同一曲调也因为因句式与字数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腔格，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一曲调没有相同的腔格，也没有统一的格律了，因此，有些曲律家便认为这是失去了规范，如明沈宠绥《度曲须知》云：
慨自南调繁兴（指经魏良辅改革后的新昆山腔流行），以清讴废弹拨，不异匠氏之弃准绳。词人率意挥毫，曲文非尽合矩，唱家又不按谱相稽，反就平仄例填之曲。……因此弦索，昔弹之确有成式，今则依声附和而为曲子之奴。总是牌名，此套唱法，不施彼套；总是前腔，首曲腔规，非同后曲。以变化为新奇，以合掌为卑拙；符者不及二三，异者十常八九。即以今式今，且毫无把捉，欲一一古律绳之，不径庭者！
因此 ，他虽对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大加赞赏，但他又批评魏良辅的改革是破坏了传统的曲律，指出：“良辅者流，固时调功魁，亦叛古之戎首。”[4](P241)
由于新昆山腔所采用的南北曲在曲体上趋于一致，因此，南曲可以用北曲的旋律唱，即在旋律中加入乙、凡二音，作北曲唱，如南曲【中吕·扑灯蛾】、【仙吕入双调·二犯江儿水】两曲，在昆山腔中，常在旋律中加上乙、凡二音，作北曲唱，并与其它北曲组合成北曲套曲。如《南词新谱》在【二犯江儿水】曲下注云：
此曲本为南调，前辈陈大声诸公作此调者甚多，今《银瓶记》亦作南曲唱。不知始自何人，将《宝剑记》诸曲唱北腔，此后《红拂》、《浣纱》而下，皆被人作北腔唱矣。然作者元未尝以北调题之也。
也因为南曲可以用北曲的旋律演唱，故有的剧作在本为南曲的曲调前注明为北曲，如张凤翼的《红拂记·侠女私奔》出在【二犯江儿水】曲前特标有一“北”字，注明是北曲，当作北曲唱。
反之，北曲也可以用南曲的旋律唱，如【双调·清江引】曲，本为北曲，但在新昆山腔中，有时也作南曲唱，即不用乙、凡二音，代替南曲尾声。又如《玉玦记》第二十九出中，小旦先后用南曲和北曲的旋律演唱了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百岁光阴”散套：
  （丑）大姐，央你唱一套马东篱《百岁光阴》。（小旦做北调唱介）（丑）我不喜北音，要做南调唱才好。（小旦）也罢。（唱）【集贤宾】光阴百岁如梦蝶，回首往事堪嗟。……
明胡文焕《群音类选》“北腔”卷五选录了马致远的这套散曲，并注云：“近偷入《玉玦记》。”故此时昆山腔所唱的北曲与南曲一样，皆是采用了乐府北曲依字声行腔的演唱方式，已非以前的俚歌北曲了，因此，明人以为与新昆山腔所演唱的北曲已不是以前的北曲，而是昆腔化的北曲，如明沈德符《顾曲杂言》曰：“今南方北曲，瓦缶乱鸣，此名北曲，非北曲也。”沈宠绥《弦索辨讹》也谓当时的北曲“名北而曲不真北也，年来业经厘剔，顾亦以字清腔径之故，渐近水磨，转无北气，则字北曲岂尽北哉”？清徐大椿《乐府杂录》也谓“至明之中叶，昆腔盛行”后，其时所唱北曲，“亦改为昆腔之北曲，非当时之北曲矣”。其实，若从俚歌北曲的演唱形式及曲体特征来衡量与新昆山腔所演唱的北曲，的确已不是以前的北曲，但若从乐府北曲的演唱形式来看，不仅新昆山腔所唱的北曲仍是乐府北曲，而且南曲也具有了乐府北曲的演唱形式。当然，从曲体上来说，无论是南曲，还是北曲，两者都与以前的南曲、北曲产生了差异，故从这一点上来说，经过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加以改革后，南曲与北曲产生了交流与融合，昆山腔所唱的南北曲，不仅北曲已非以前的北曲，而且南曲也已不是以前的南曲了。   
   
从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的历程可见，最初民间艺人所创立的剧唱昆山腔其指义仅限于“腔”，即语音；顾坚等文士所创立的清唱昆山腔，因它是用因字定腔方式演唱，像乐府北曲一样，腔与字声产生了有机的联系，故除了“腔”（语音）的指义外，也有了曲体的意义，但由于顾坚等人没有对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加以理论上的总结，故“曲体”的意义尚不明显；到了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加以引正与改革，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故此时的昆山腔也就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虽仍以“昆山”的地名命名，但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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